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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制定，1990 年 4 月 4 日颁布。人们不能不

敬佩《基本法》起草者们的智慧，他们几乎预见了自 1997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

的“一国两制”史无前例伟大实践可能遇到的情形。当然，作为一部提前 7年制

定的宪制性法律，不可能不遇到来自其实践过程的挑战。因此，九七后，全国人

大常委会先后 3次对《基本法》有关条款做了解释。 

对《基本法》条款做解释当然需要非常慎重。这首先要求有关各方能够全面、

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基本法》。关于行政长官普选可能模式的讨论，便遇到这样

的问题。 

的确，《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写得很清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具广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问题是，行政长官由选

举委员会选举产生与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这是两种显然不同的制度安排，取决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很不同的“实际情况”——既取决于香港

社会主流民意和相应的政治生态对“一国两制”的不同认识和体现，也取决于香

港政治体制各元素和环节的不同状况和配置。因此，设计行政长官普选模式不能

脱离香港政治体制的其他元素和环节；判断是否具备普选行政长官的条件，则不

仅要看其模式设计是否充分顾及香港政治体制其他元素和环节，更要看香港社会

主流民意和相应的政治生态是否发生了重大转变。 

2004年４月2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

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香港居民所享

有的民主权利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任行政长官由 400 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

生，第二任行政长官由 800 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会 60 名议员中

分区直选产生的议员已由第一届立法会的 20 名增加到第二届立法会的 24 名，今

年９月产生的第三届立法会将达至 30 名。香港实行民主选举的历史不长，香港

居民行使参与推选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民主权利，至今不到７年。香港回归祖

国以来，立法会中分区直选议员的数量已有相当幅度的增加，在达至分区直选议

员和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各占一半的格局后，对香港社会整体运作的影响，尤其

是对行政主导体制的影响尚有待实践检验。加之目前香港社会各界对于 2007 年

以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何确定仍存在较大分歧，尚未形成广泛共

识。在此情况下，实现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

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和香港基本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立

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条件还不具备。”2005 年 12 月，特区政府关于 2007

年行政长官和 2008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方案被“民主派”否决，证实香港特别

行政区仍不具备普选条件。 

2006 年 1 月 6 日我为策略发展委员会管治及政治发展委员会撰写《香港政

制发展一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指出：“ 政制发展最终目标——行政长官和

立法会全体议员由普选产生，会涉及《基本法》第四章规定的香港政治体制其它

元素和环节。探讨普选路线图和时间表，至少需要全面深入研究解决以下一系列

问题。”首先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九七前后香港政制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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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能否以西方国家政制模式为蓝图？并

分解为 3个问题：（1）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过程、尤其最

终实现双普选时如何确保《基本法》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直属中央人民政府？

（2）香港政制发展过程、尤其最终实现双普选时如何确保《基本法》规定的中

央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实质任命？（3）《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同时对中央

和特区负责，如何体现于政制发展过程以及最终双普选时的制度设计？ 

宪制安排不能脱离其实践的条件。只有既让香港选民有权选择又确保中央实

质任命的普选行政长官模式，才符合《基本法》关于行政长官同时对中央和特区

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规定。 
（香港《文汇报》2006 年 8 月 1 日 A26“文汇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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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妥构建香港民主大厦 
 

                          周 八 骏 

 

欧洲一体化经验对于讨论香港政制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是不无裨益的。 

1957 年签订的《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简称《罗马条约》）以欧洲内

部统一大市场即共同市场作为最终目标，但直至 1985 年 6 月，欧共体首脑米兰

会议才决定 1992 年底建立内部统一大市场。从最初设定目标到提出实现目标的

时间表，隔了约 28 年。为实现 1992 年底建立共同市场的目标，各成员国从 1985

年下半年至 1992 年底以 7 年半时间，共同执行欧共体理事会拟定的 300 项指令

（后来调整为 279 项），涵盖为实现共同体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

动所必须采取的所有措施。从 1957 年提出目标到 1992 年底实现目标，欧共体花

费了逾 32 年。 

期间，欧共体领袖们曾企图超越《罗马条约》的目标。1961 年，美国经济

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提出国际经济一体化有 5种形式：（1）自由

贸易区；（2）关税同盟；（3）共同市场；（4）经济联盟；（5）完全经济一体化。

这 5 种形式亦即国际经济一体化 5 个阶段。欧共体在 1970 年决定以 10 年

（1971-1980）时间来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企图跳过“共同市场”直接跃

入“经济联盟”。然而，1979 年 3 月 13 日宣告成立的欧洲货币体系，仅超出 10

年计划最初 3 年（1971-1973）的设想，距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目标可谓“刘郎

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是经验给了欧共体领袖们以教训。1991 年 12 月，共同市场目标即将实现之

际，欧共体首脑马斯特里赫特会议才再次通过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

在1992年底实现欧洲统一大市场之后，于1994年1月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于 1999 年 1 月 1 日实现单一货币。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发展民主政制，同欧洲一体化具有不

同性质和内容，时间表和路线图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点相似，二者都是人类没

有成功先例可资借鉴的伟大创举，都需要审慎探索。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更困难。 

一是缺乏理论准备。在欧洲 6 国于 1951 年 4 月签订《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

条约》之前及嗣后，西方理论家为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做了并一直做着

理论准备。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逾 8年了，无论特区政府还是香港社会都

缺乏关于“一国两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关于“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民

主政制模式的研究更是几乎空白。正如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在 2005 年 10 月 27

日亚洲协会华盛顿分会周年晚宴致词中所指出：“世界上没有一套四海通行的民

主模式。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都各有不同。所以，香港必须寻找自己向前的路向、

依循自己的时间表，制定适合香港社会、及我们国家的发展模式。” 

二是缺乏政治准备。欧共体领袖们对欧洲一体化具有坚定的政治意志、强烈

的政治责任感和恢宏的历史使命感。但是，香港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在关于“一

国两制”的原则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在重大政治事务上仍然形成壁垒分

明的阵营。培养香港社会关于“一国两制”的普遍共识是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一

项必要条件。香港民主大厦惟有建立在香港社会关于“一国两制”的共识基础之

上才能岿然不动。 
三是缺乏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精神、与时俱进精神。欧共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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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从若干经济领域（如煤钢联营）开始，从经济一体化着手，一步一步地推

进一体化，期间，虽一时好高骛远（如欲提前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终归认同

实际情况而自觉修正。但是，香港的某些政治团体、政治人物不顾香港经济转型

仍未取得突破、经济复苏成果尚未巩固而片面追求政制发展一步到位。民主的动

人口号后面，隐藏着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对政治利益的精心算计，越以动听的民

主口号包装越可能自私。 
正因为欧洲一体化具有扎实的理论准备、坚强的政治准备和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的科学精神，她能够一再经受曲折或挫折的考验。最新的考验是，2005 年 5

月 29 日和 6 月 1 日，法国和荷兰的公投相继否定了欧盟宪法，使欧盟不得不将

原定 2006 年 11 月前确认欧盟宪法的截止日期推迟至 2007 年再做决定。试问要

求眼下就提出香港政制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香港是否为

政制发展一旦受挫做了必要准备？ 

（香港《文汇报》2005 年 11 月 1 日 A22“文汇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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